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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做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容易。你只要遵循日本、香港、臺灣和韓國等領先經濟體的現成梯子向上爬就行——從農業轉向製造業，再到服務業。先從農產品開始，再轉向生產T恤，然後是玩具，拖拉機，電視機，最後是買賣美國國債。
中國的崛起，使這一過程不再那麼簡單了。由於數億進城的中國農民工仍然願意為低工資從事制衣工作，不僅是梯子的第一級更難踏上，而且，來自中國沿海工業地帶的出口商品正迅速升級，已威脅到那些正在發展半途或者處於更上游的經濟體。儘管義大利製鞋商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鋼鐵製造商也許會對中國的競爭怨聲載道，但有著更多擔憂的則是亞洲中等收入國家，那些不僅在地理上毗鄰中國，在經濟上也與之關係密切的國家。
「中等收入陷阱」
正如越南胡志明市律師弗雷德里克•伯克(Frederick Burke)提及東南亞時所說：「環顧這一地區，你可以發現許多國家擁有光明的未來。」但對於印尼、菲律賓和再遠一點的巴西和埃及而言，這些經濟體正面臨一個風險：可能陷入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它們已實現基本的工業化，但目前難以找到新的高增長領域，可以與中國一較高下。
菲律賓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到上世紀90年代初，它已從50年前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淪落為亞洲較貧窮的國家之一。其經濟趨勢增長率在1997年至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已有所提高，其表現在亞洲地區頗不一般。但它要想趕上馬來西亞和泰國還差一大截，更別說臺灣或新加坡了。
近年來菲律賓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約為4%至5%，對於一個人口年增長近2%的國家來說，這一增幅還過得去，但並不引人注目，遠未達到讓菲律賓發出「亞洲之虎」咆哮的7%至8%水準。
菲律賓商界和政界人士非常清楚在全球經濟中尋找利基市場的必要性。他們密切關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及其它機構發佈的不同競爭力指數，瞭解成本和生產率的國際基準。
向價值鏈上游移動
儘管經濟學家耗費大量時間，試圖糾正國家要像企業那樣互相競爭的錯誤看法，但菲律賓企業仍然不得不花上大量時間，尋找它們擁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世界銀行的研究證實了一種坊間說法：在歐美市場上，與中國出口商展開激烈競爭的其他東亞經濟體表現最差。而通過對中國出口進行補充、向現有產業價值鏈上游移動、開闢中國相對較弱的高價值領域，它們就能取得更好的表現。菲律賓已展開此類活動，但迄今為止仍然不夠。
聯合利華(Unilever)駐菲律賓主管桑吉夫•梅赫塔(Sanjiv Mehta)表示，儘管中國在崛起，但員工素質促使該公司將多數製造業務留在了菲律賓國內，儘管這裏的電價在亞洲屬最貴之列，最低工資標準也較高。聯合利華已關閉其馬來西亞製造業務，但將其在菲律賓的傳統生產業務保留了約80%。馬來西亞是一個更加富裕的國家，勞動力成本更高，市場相對較小。
由於運輸成本下降和貿易壁壘減少，如今從單個製造業基地向整個地區供應貨物更加簡便。但梅赫塔警告，不要試圖從一個地方開展所有業務：「過去常有人說聯合利華採取了令人絕望的本地化做法，但我們不希望盲目向全球擴張。」
聯合利華已經在菲律賓建立了一個體香劑國際供應中心，製造這種產品不需要多少電力，但要有良好的品質管制。梅赫塔指出：「菲律賓是全球短信之都，這一點很有用。」——菲律賓人沉迷於互相用手機保持聯繫，這意味著，提高生產率的想法和故障回饋能迅速傳遍整個車間。
菲律賓充分利用了自己相對較好的教育體系和高水準的英語能力（美國佔領的遺留物），來發展那些中國不擅長的服務業。它已日益成為外包業務加工、為外企編寫網站以及英語外語教學的中心。除了語言技能以外，菲律賓的新聞自由和民主體制也讓它相比中國具有優勢，在中國，互聯網網站受到嚴密監視和審查。
中國的競爭威脅依然巨大
不過，相對于一個9000萬人口國家需要的那些提供大規模就業的高增長引擎來說，這些零零碎碎的長處猶如杯水車薪，中國的競爭威脅依然巨大。長期以來，馬尼拉一直自認為是運輸和通信中心，但是，美國的聯邦快遞(FedEx)正要把自己的區域分銷中心從菲律賓遷至中國廣州，稱這是順應製造業和貿易的趨勢。菲律賓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很少，數百萬的菲律賓人仍然湧向國外工作。海外匯款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在全球比例最高。
企業界人士表示，高昂的電信和運輸成本，以及政府授權下持續存在的卡特爾和監管規定妨礙了菲律賓的經濟調整。「儘管存在種種不利，但我們的電子行業仍然具有競爭力，即使對中國也是如此，」馬尼拉全國商會主席唐納德•迪(Donald Dee)表示。但電子行業並未創造出原本能夠創造的重大價值。「我們最強大的資產——我們的勞動力——仍然在流向海外，他們回國後會說：菲律賓所有東西都沒有正常運轉。」
然而，馬尼拉商界開出的「藥方」的局限性很說明問題。除了被中國進口商品搶走飯碗的農民外，很少有人認為貿易保護或者直接補貼能夠解決問題。
中國的崛起激起了一場貿易和發展經濟學界的古老爭論：政府是否應當採取干預措施，培育初生的產業。對於這種「產業政策」的擁護者而言，向價值鏈上端邁進的迫切需要只是加大了要求政府干預，幫助創造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和新產業的呼聲。對於其反對者而言，科技的迅速變化和全球供應鏈的分割狀態意味著，即使這種體系在過去奏效，現在也沒有任何政府部門能夠敏銳地發現市場空白，然後通過保護或者補貼其國內企業，幫助它們填補這些空白。
全球化的模式已經發生變化。相應地，政府可能遵循的戰略也發生了變化。在東亞，非常開放的經濟將其置於全球化的前沿。該地區歷來遵循所謂的「雁行」(flying geese)模式——隨著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從較富裕國家遷徙到較貧窮國家。
舉例來說，制衣業最初在香港起飛，然後依次轉移至韓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對於產業政策是否有所裨益，仍然存在爭論，但各國政府似乎有可能通過補貼並保護其國內生產商，以求在此類行業內佔據主導地位。
但近年來，運輸成本的降低和數位化分割了全球供應鏈，使產業的各個生產工序分佈在多個國家，而非產業整體遷移。舉例來說，中國獲得了大量電器的最終組裝工序。電腦或MP3播放器等最終產品可能在多個國家間來回穿梭，裝配不同的部件或添加不同的功能。跨國家的產業化程式已經變得比「雁行」模式複雜得多。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亞洲研究主管尼古拉斯•關(Nicholas Kwan)表示：「那些制定了產業政策的政府遇到了需要關注整個產業的問題。你需要在行業內進行考察，在這裏你能找到細分市場——在這方面企業比政府更加擅長。」
他提到了第一代亞洲經濟「小虎」不同的經歷，以及它們如何應對競爭的故事。香港和韓國基本上都允許製造企業接受不可避免的競爭，然後將它們的低成本業務外包到海外，目的地通常是中國內地；部分出於政治原因，臺灣則花了更大力氣將產業留在島內。
過去20年，香港很大一部分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已經遷移至中國內地。香港轉而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
與此同時，儘管韓國將大量的組裝工作外包到海外，但由於垂直一體化留住並拓展了產品開發設計等高增加值部分，過去10年間韓國製造業在其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份額一直比較穩定。
相比之下，臺灣則試圖留住所有企業和產業——其製造業的生產力及其所占GDP的比重已經顯著下降。「具有限制性的跨海峽障礙迫使很多以中國大陸為目的地的投資者徹底從臺灣撤出，幾乎與臺灣斷絕了聯繫，很少有收益回流到臺灣，」尼古拉斯•關表示。
階段不同，策略應改變
世界銀行曾於1993年發佈過著名的研究報告《東亞奇跡》(The East Asia Miracle)。最近，該行又發佈了一份類似報告。報告認為，相比于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發展時，各經濟體需要有不同且更為先進的戰略，包括吸引或創造一批數量足夠、緊貼技術或生產工藝前沿的高成長公司。
即使支援政府干預的人士也表示，遊戲已發生改變。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自由貿易原教旨主義的有影響力批評人士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表示：「制定產業政策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但這不能是充滿政府嚴重干預的老式產業政策，如關稅、對優先行業提供的補貼信貸或者免稅期等貿易保護政策。」
相反，他表示，政府可以進行規模相對較小的投資，或者採取其他干預措施來幫助現有產業提高生產率，並且在必要時從零開始培育高端產業。一項類似的試驗正在迪拜進行。目前，迪拜正在斥鉅資投資金融以外的其他產業，比如通過建造生產設施並吸引海外人才，來從零開始創造一個生物科技產業集群，希望以此複製其作為海灣地區金融中心的成就。但迪拜是一個特例：很少有新興市場政府擁有足夠的財富儲備，來試圖在沙漠中打造一個世界級的高科技產業。
對於菲律賓等無力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的國家而言，多數企業界人士提出的與中國競爭的政策建議並無神秘之處。政府應當改善物流、基礎設施、商業環境和教育；盡可能發掘新興的特色產業，並對其提供支援，但在其他方面卻減少干預。他們警告政府，不要在認定本國經濟可能有利於發展何種產業後就貿然沖入市場，然後不惜任何代價推動該產業發展。
發展的階梯仍然存在。但梯子上的橫檔可能已經變得更加光滑，其間隙也更加大，如果想推動經濟向頂端攀登，政府更需要的是靈活，而非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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